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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政治与学术、基础与研究、假借与借假、系统与时髦、回

顾与前瞻等五个方面,对100多年以来中国语言学研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以促使汉语

研究的健康而顺利的发展.本文曾提交由天津师大文学院、北京大学中文

系、香港中华辞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于2007/05/11～14在天津召开的“继

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学术论坛,并由大会代为宣读. 

【关键词】  学术风气    名实不符   假借滥用   时髦系统    

“名·名”结构       “几乎” 

【作者简介】 韩陈其(1949-),中国江苏省镇江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创点博士生导师,韩国首尔女子大学中语中



 

 

文学科访问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汉语史、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曾兼任中国

语言学会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1997年-2005年)  .   
 
 

一、政治与学术 

     

    中国语言学研究，往往代指“汉语研究”或“汉语语言学研究”。 

    本会名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要“继往”，则必有所

“反思”；要“开来”，则必有所“正思”。“反思”难免针砭，“正思”

不免放肆，然而“针砭”和“放肆”可能恰恰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由之

路！ 

    本文所说的“政治”，是指包括政治传统、政治制度、政治背景、政

治人物、政治性人物等一切与同中国语言学学术发生影响的政治因素。 

    无庸讳言，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的学术研究中，政治因素始终

在发生着影响和作用，区别仅仅是在于其影响和作用的范围、数量、时长、

强弱有所不同而已罢了。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 

    陈望道，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汉译者的身份而著称于世，曾任复

旦大学校长，毫无疑问，这是个政治人物。此公在1938年以市井式的语言

“糟蹋”《马氏文通》说：“（《马氏文通》）实在不配称为文法书”，这

种观念一直固执地维持到其生命终结，影响了复旦大学乃至中国的语言学

研究。至此，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思:其一、陈望道说：“（《马氏文通》）

实在不配称为文法书”，他“配不配”说这样的话，或者说他“凭什么”

说这样的话？其二、陈望道的晚年出了一本所谓“文法书”《文法简论》，

其“配不配”和《马氏文通》相比？其三、陈望道“糟蹋”《马氏文通》

的言论以及诸如此类的言论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什么学术风气或学术道

德走向？ 

    吕叔湘，以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而闻名于世，以耄耋晚年获准加

入中国共产党而传为佳话，显然也是个政治性人物。此公坚持认为《马氏

文通》存在很多“矛盾”，于是激发起很多人跟着去找“矛盾”。我一直

认为，“马建忠学贯中西，精通数种外语，对《文通》的写作运思过程长



 

 

达十余年，学养、功夫远在其后学之上。《文通》会不会有很多显见的‘矛

盾’存在是个疑问。已指出的所谓‘矛盾’却往往是过人之识，先见之

明。”我所指导的刘永华博士论文《<马氏文通>研究》指出：“吕叔湘、

王海棻（1986）认为马建忠解说错了”，“马建忠恰恰没错！这段文字《史

记》、《汉书》均无古注，可见其应为‘无需注释’的易懂材料，而吕、王

的对《文通》的注释偏偏出了问题，值得深长思之”。至此，是不是也应

该有一些反思：其一、应该质疑《马氏文通》作者的阅读水平，还是应该

质疑《马氏文通》质疑者的基本阅读水平？其二、《马氏文通》的写作模

式是被吕叔湘诟病的“八股”程式，还是科学的语言学研究的写作范式？

其三、《马氏文通》在被误读和丑化的过程中，什么力量起了主导作用？ 

    王力、吕叔湘曾经在中国《人民日报》大媒体上一先一后批评所谓的

“公诸于世”之类的病句，与之呼应的是全国的若干高考、中考也考诸如

此类的“病句”，一度造成了此类问题认识的极大混乱。应该认为，王力、

吕叔湘对所谓的“公诸于世”之类的病句批评，缺乏理论基础，完全不符

合汉语事实和汉语的实际运用状况,个人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

1987年九总第九期上发表的《汉语羡馀现象述略》以及在《云南民族学院

学报》1987年第3期上发表的《汉语语法的羡馀现象—汉语羡馀现象的综

合研究之六》, 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纠正。至此，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反

思：其一、 王力、吕叔湘两公在错误的认识上为什么会同声同气而且几

乎完全一致？其二、 王力、吕叔湘二公的错误认识根源是什么？其三、 应

该如何看待王力、吕叔湘两公错误的引导对语言生活和语言规范造成的负

面影响？ 

        

二、基础与研究 

     

   有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若干人大力倡导，研究汉语，应该

“普”(普通话)、“方”（方言）、“古”（古代汉语）相结合，应该“人”

（人脑）、“机”（电脑）、“外”（外语头脑）相结合，其用意不可谓不

深矣。然而，至此不得不作一些正儿八经的思考：其一、“普”(普通话)、

“方”（方言）、“古”（古代汉语）相结合－－恕我直言，“叶公好龙”



 

 

式的多的是，真正能够“结合”的似乎未见－－是不是有点“唬人”或换

一个时髦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忽悠人”？其二、“人”（人脑）、“机”

（电脑）、“外”（外语头脑）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很容易，真的是那样

吗？其三、本属“高谈阔论”而欲当真，而欲求全质备于人，可能吗？ 

 汉语中的“缀”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语法单位。一种语言事实，自可

作不同角度的分析，只要言之成理则可。然而，要真正研究汉语的词缀，

则必须廓清长期以来传统词缀研究所形成的的重重迷雾：词缀研究的理论

来源的错误，由词缀研究的理论来源的错误而引起的词缀研究的泛化错误

或滥化错误，由词缀研究的泛化错误或滥化错误而带来的一系列的连环套

式的错误。以“子”而言，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这样认为：“子”既有用在

单音名词后构成双音节名词的功能，又有用在单音动词后构成双音节名词

的功能，又有用在单音形容词后构成双音节名词的功能，又有用在单音量

词后构成双音节名词的功能；而这种用在单音量词后构成双音节名词的功

能，而几乎是一种所谓的“还原”功能——因为汉语的单音量词（除动量

和度量衡外）一般都来自于单音名词。然而，至此不得不作一些理论和历

史的思考：其一、自然语言的本质特点和汉语言的民族特点究竟是一种什

么关系？其二、词缀究竟是什么，汉语词缀的本质是什么？其三、世上有

这样多功能并且还有所谓的“还原”功能的词缀吗？其四、词缀研究的迷

雾为什么会这么太重太深太广？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有一个研究对象的问题以及对研究对象认识的

问题。不管是现代汉语研究，还是古代汉语研究，对被研究对象的“单位”

似乎都不是太了然的。不仅古代汉语语音研究中的“语音单位”歧异纷

出，不仅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词义单位”也尚未得到公认，而且就是

古今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语法单位”似乎也未有定说。以“词类活用”而

言，其错误至显至明不言而喻，个人在《古代汉语教程》（1987年）和《汉

语词汇论稿》（2002年），也提出废止“词类活用”而代之以“名动同词”

或“名动形同词”，然而至今“词类活用”仍然作为古代汉语的“法定”

教学内容，这不得不叫人不感到痛苦!  

 名实不符的现象在“语法化”和“小句”的研究中，显得更为突出，

研究“语法化”，不是真的在研究“语法化 ”，而是在研究词义的发展

变化以至虚化；真正的“语法化”研究，其实质是研究 “词”在造句过

程中的现实“语法化”——换言之，即“词”在造句前，是“词汇化”的



 

 

“词汇角色”，而在进入造句的过程中必须实现“语法化”后才能完成从

“词汇角色”向“语法角色”的转变。语法机制和语法作用以及相关联的

一切语法因素，使“词”完成从“词汇角色”向“语法角色”的转变，这

种角色转变的过程就是“词”的“语法化”过程。至于目前有人在搞的

“小句”语法研究，这种“小句”在汉语里从来不是“句”，与传统的

“小句”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好像有点“顾左右而言他”，又好像有点

“乱点鸳鸯谱”。至此不得不真正作一些思考：其一、“语法化”的误导

性研究，反映了一种什么学术风气？其二、“小句”的张冠李戴式的研究

范式会给人们带来一种什么负面性的影响？ 

 

三、假借与借假 

 

    假借，作为一种训诂方法，有一定的使用和认识价值；然而因出于难

以验证的某些目的而过分过度滥用“假借”则就沦落为借“假借”之名

而行“假说”“虚言”之实，此种做法可简称为“借假”。“借假”典型

有二： 

 

其一、《尔雅》书名二字全为假借(用词假借)： 

 

《尔雅》与《说文》、《释名》三足鼎立，可以并称为中国语言学史

上的三大奇书。《说文》、《释名》的书名释义，一目了然；而传统对《尔

雅》名义的解释几乎已经形成所谓共识，即《尔雅》中的“尔”通“迩”

而解释为“近”，“雅”通“夏”而解释为“中国标准语”，所以就把《尔

雅》解释为“接近正言、使近于雅正、纳于规范、向标准语靠近”等等。

一个书名的两个字都不用本字而都用假借字，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怀疑，

除《尔雅》以外，十三经中没有这样的书名，先秦典籍中也没有这样的书

名，大概在中国的古典文献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书名了。这不可怪吗？ 

传统对《尔雅》名义的解释，是采用了所谓“以本字破假借”的诂

方法，似乎是有一些方法论上的依据。“尔”、“雅”是假借字， “迩”、

“夏”是本字，但是，稍加对比则不难发现问题：“尔”、“雅”这两个

假借字可以自然连文而成“尔雅”，对此谁都毫无疑问；而“迩”、“夏”

这两个本字纵使连文成“迩夏”，对此谁对会产生疑问——“迩夏”是什



 

 

么啊？这不就更加可怪了吗？？？。 

传统对《尔雅》的名义的解释，我一直持怀疑态度。 

    传统对《尔雅》名义解释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

“《尔雅》：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

皆以近正为主也。”刘熙《释名》的释词原则与一般辞书的释词原则是大

相径庭的，它提供了两词语源相通的可能性而不是释义的必然性，如果借

题发挥则往往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 

如何寻求《尔雅》名义正确解释的途径呢？最佳捷径是在《尔雅》

里寻求《尔雅》对“尔”、“雅”的解释，遗憾的是《尔雅》里没有。其

次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说文解字》对“尔”、“雅”的解释来寻求《尔

雅》名义的正确解释。《尔雅》的“尔”，原本作“爾”，“尔”与“爾”

是两个音义不同的字。《说文解字》的“爻爻”部包括部首在内共有三个

字：“爻爻”、“爾”、“爽”。“爻爻”——《说文》：“二爻者，交

之广也，以形为义。” “爾”——《说文》：“丽尔，犹靡丽也。从冂，

从爻爻，其孔爻爻爻爻，尒声。此与爽同意。” 徐锴《说文系传》：“丽

尔，历历然希疏点缀见明也。”“爽”——《说文》：“明也。从爻爻，

从大。”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点明了“爻爻”、“爾”、“爽”三个字

在语义上的关联：“爽之从大，犹爾之从冂，惟爽不谐声。” 从而进一

步论证了《说文》所作的“爾”，“此与爽同意”的论断。因此，“爾雅”

之“爾”，当“与爽同意”，表示“明”（明亮→明白）义，亦即“历历

然希疏点缀见明也”。至于“雅”字，则比较简单了——《诗序》云：“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云：“雅，

义也。” 

合而言之，作为书名的《爾雅》与《说文》、《释名》——异字同义，

“爾”“说”“释”——三个字都有“说明解释”的意味，只不过有所侧

重罢了：《爾雅》侧重“明”义，所以《爾雅》中的“爾”是“历历然希

疏点缀见明也”，因为它要解释的是“义”——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风”的“义”。《说文解字》侧重“说”、“解”字形，所以《说文解

字》中的“说”、“解”是“解析说明”，因为它要解释的是字形。《释

名》侧重“释”语源，因为它要探究的是万物得名的缘由。 

简而言之，《爾雅》者，《明义》也。明何义也？有十九篇为证：一 释

诂、二 释言、三 释训、四 释亲、五 释宫、六 释器、七 释乐、八 释

天、九 释地、十 释丘、十一 释山、十二 释水、十三 释草、十四 释木、



 

 

十五 释虫、十六 释鱼、十七 释鸟、十八 释兽、十九 释畜。“爾”与

“释”，内外呼应，“爾”就是“释”，就是十九个“释”，正因为是十

九个“释”，所以才是“历历然希疏点缀见明也”；“雅”就是“言天下

之事，形四方之风”的“义”，就是“诂、言、训、亲、宫、器、乐、天、

地、丘、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畜”等。其考论过程可以用

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尔 →爽→明” +  “雅→义”===《明义》→《尔雅》 

     

其二、汉语“东”“西”“南”“北”全为假借(造词假借)： 
  
关于汉语四方方位词的本义和来源，大约有两种典型的说法，一是以

《说文》为主，可称为《说文》派；一是以反《说文》为主，可称为假借
派。 

以20世纪著名语言学家而言，罗常培先生可称为《说文》派，其《语
言与文化》一书认为：“在这些族语里对于方位的观念也弄不大清楚，他
们往往拿日头的出没做标准。因此对于东方，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做‘日出
地’，福贡的粟粟叫做‘日出洞’。对于西方，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做‘日
落地’，福贡的粟粟叫做‘日落洞’。汉字的‘东’字从‘日在木中’会
意，‘西’字象‘鸟栖巢上’之形，英语的orient的本义也是‘日出’，
实际上全是从这共同的出发点来的”。 而王力先生可称为假借派，其《汉
语史稿》认为：“‘东’，据《 说文》说是‘日在木中 ’，那是靠不住
的说法。‘南，草木至南方枝任也’，也说不出个道理来。至于，‘西’
和‘北’，许慎以为是鸟栖的‘栖’和违背的‘背’，更和四方无关。大
约因为四方的概念是后起的，就用假借字（ 连‘东’‘南’也都可能是
假借字 ）。”  王力把两千年前的许慎（58？——147？）对汉语四方方
位词的解释，批得一无是处，影响极大，以至后来者便奉王力之说为圭臬。
向熹《简明汉语史》与王力《汉语史稿》相比，虽说有了一点突破，但其
论说本质，其实是一样的：“甲骨卜辞中的方位词有‘东、南、西、北、
中、外、上、下’等，‘东’的本义是没有底的袋子……‘南’的本义是
古代一种瓦制的乐器（唐兰《殷墟文字记》），‘北’的本义是二人相背，
商代均假借为方位词。‘西’字甲骨文……象鸟窝之形,《说文》：‘日在
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 

  罗常培先生作为《说文》派，其实是广义的日象派，由《说文》出
发，从汉语而推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又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推及英语，
通而论之，发现了中外民族关于四方方位观念的“标准”和“共同的出发
点”，其眼界不可谓不广阔高远。然而，罗常培先生关于四方方位观念的



 

 

“标准”和“共同的出发点”，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而足够的重视和应有
的注意，20世纪末，杨琳《汉语词汇和华夏文化》一书也只是“给罗先生
说法补充一些证据”。在罗常培先生关于四方方位观念的“标准”和“共
同的出发点”没有引起广泛而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注意的学术背景下，王
力先生作为假借派，其影响越来越广泛，在“假借”的道路上也走得越来
越远，由“东”而“西”，由“南”而“北”，“东”、“西”、“南”、
“北”则全都由“假借”而来了。 

  以反《说文》为主的“东”、“西”、“南”、“北”“假借”说，
并非始自王力先生。在丁福保先生（公元1874——1952）所编的集《说文》
工具书之大成的《说文解字诂林》（1928年上海医学书局初版）里，“东”
字条下列有20多家解释，基本上都赞同许慎所引说的“日在木中”为
“东”之说，只有林义光（福建闽县人）《文源》认为：“是‘东’与‘束’
同字。……四方之名，西、南、北皆借字，则东方亦不当独制字也”。由
此而来，‘东’作为“没有底的袋子”，开启了“东”、“西”、“南”、
“北”“假借”说的大门，同时也开启了现代滥说“假借”而“不求甚
解”的大门。 

  汉语单纯单音方位词为数不多——上、下、前、后、左、右、内、
外、里、中、东、西、南、北，而只有四方方位词的本义和来源没有取得
一致意见。其客观原因可能是，四方方位词的造词时代已远不可考；其主
观原因则可能是，在感性上对四方方位词的造词理据缺乏全面体认，在理
论上对处于造词时代的原始汉民族的心理特征、思惟特点、认知特点、生
活方式、生产活动范围缺乏深层和底层的认知。 汉语四方方位词“东”、
“西”、“南”、“北”，应该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造词系统，但不可能
是也不应该是“假借”系统。“东”的造词关键在于“日”、“木”，而
“日”、“木”的取象和意象则准确而全面地表达了汉语四方方位词成词
的系统而整体的原始理据。这些系统而整体的原始理据，不仅决定了原始
汉人在给汉语四方方位词造词时的顺序性、层次性，而且也反映了现代汉
人运用汉语四方方位词习惯称序的延续性、历史性、科学性。而汉语四方
方位词“东”、“西”、“南”、“北”，应该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造词
系统，但这个自足的完整的造词系统，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假借”系统。
这个自足的完整的造词系统，应该能够对处于造词时代的原始汉民族的心
理特征、思惟特点、认知特点、生活方式、生产活动范围有所反映，应该
能够对现代汉语四方方位词的习惯称序作出理性和理论的说明。 

   作为在原始汉人（甚而至于全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汉语四方

方位词“东”、“西”、“南”、“北”，如果都是所谓的“假借”，那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汉语四方方位词“东”、“西”、“南”、“北”



 

 

之中，“东”，从古至今，都应该具有一种所谓的“坐标”引领作用，也

就是说在四个方位词“东”、“西”、“南”、“北”之中，“东”，不

管是从造词的理论上，还是从认知的考量上，都应该是最先定位的或者是

最先产生的。有鉴于此，因而许慎所引说的“日在木中”为“东”，不仅

不是“靠不住的说法”，而且可能是最接近“东”的造词时的原始理据

——“东”的方位确定，在天则以“日”为准的或为参照，而在地则以木

为参照，那应是对“东”的成词的外在的自然条件和内在的认知心理有机

结合的最佳解释。 
 
  大千世界，万万物象，但是，为什么“日”、“木”的取象和意象

则决定了汉语四方方位词成词的系统而整体的理据？对处于汉语四方方
位词“东”、“西”、“南”、“北”造词时代的原始汉人（甚而至于全
人类）而言，对其“眼球最具冲击力”（套用现时流行语）的，在天莫明
于“日”，在地莫大于“木”（山虽然很高大，但是“木”长在山上，那
就比山更高大了）。因此，直接以“日”、“木”为意象而取义的思惟过
程便随着古老汉字的诞生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直接以“日”、“木”为
意象而取义的古老汉字大约有三——“东”、“杲”、“杳”。
“东”——“日在木中”，这是一个起点；“杲”——“日在木上”，这
是一个中点；“杳”——“日在木下”，这是一个迄点。起点——中点
——迄点，以“木”为参照系的“日”的运行规律一目了然，而“日在木
中”的起点“东”，则自然而然地成了汉语四方方位词中的坐标和参照！
“日在木中”之“木”，在丁福保先生《说文解字诂林》里，大多数研究
者都释为“榑木”。而这“榑木”，一般认为就是中国古代神话文献《山
海经·海外东经》所云的“扶桑”。《山海经·海外东经》述说太阳居于
名为扶桑的大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
了直接以“日”、“木”为意象而取义的思惟过程。罗常培先生认为“在
这些族语里对于方位的观念也弄不大清”，其实，这不是什么“对于方位
的观念也弄不大清”的问题，而是在确定方位的过程中以什么为坐标和参
照的问题。 

第一层次，最先造的“日在木中”的“东”，则自然而然地成了汉语
四方方位词中的坐标和参照。第二层次的“西”，由“东”而来，“东”、
“西”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方位词。“西”——《说文》云“日在西方而鸟
栖”，显然也同“日”、“木”相关：“栖”必择“木”，“栖”必有
“时”（“时”者，“日”也）。 

  同第二层次由“东”而“西”相对应的，则是第三层次的由“南”



 

 

而“北”，“南”、“北”形成一对相反相成的方位词。“南”——《说
文》云“草木至南方枝任也”，极其明显地透露出同“日”、“木”相关
的信息，《说文》清代四大家均赞同此说。如段玉裁说：“律历志曰：太
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
草木至夏也。”——在北半球，“南”总是“日”（热）和“木”（茂）
紧密相连的。又如朱骏声说：“草木至夏任大也，夏主南方火，故以为南
北之南。”——这和段玉裁的说法几乎不谋而合。“北”——字形很清楚，
从二“人”相背，《说文》释为“乖也”，段玉裁注为“此于其形得其义
也”，“韦昭注《国语》曰：北者，古之背字。引伸之为北方。《尚书大
传》《白虎通》《汉·律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
朱骏声释为“人坐立多面明背暗，故以‘北’为南北之‘北’”——由此
可知，“北”的方位义的获得，是在同“南”相对而言的状态下形成的，
“日”：以“光”而言，于“南”则为“明”，于“北”则为“暗”；以
物（万物——木）而言，于“南”则“枝任”，于“北”则“伏藏”，这
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东”、“南”、“西”、“北”，“日”、
“木”相随，一脉相承！ 

 因此，可以断言方位词的“假借”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和愚人之说。 
 至此，不得不反思：其一、为什么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很多难题和疑

题往往都被冠之“假借”？其二、为什么“假借”成了灵丹妙药，一旦
“假借”，便一了百了，万事大吉？其三、为什么要无视《说文解字》及
其相关的说解？ 

 

四、系统与时髦 

    

   自从系统论从自然科学扩大运用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后，语言学

界对系统的追求似乎到达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境地，追求“系统”和“系统

性”成了与时俱进的时髦和时尚。 广泛的引用各种语例以显示赅博系统，

如陆丙甫发表在《中国语文》 1988 年第5期 （总266 期）的《从语义、

语用看语法形式的实质》一文引了多种语言： 

    “在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中，典型的宾语表现为宾格(accusative)，

而宾格的使用往往同宾语的是否受动作影响而改变状态有关。例如芬      

兰语中，宾格的使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宾语所指的事物必须受动作

作用而发生变化。2．动词不能是否定式。3．宾语不能是泛指的。其 实

后两个条件可以由第一个派生出来。否定式动词所代表的动作当然不能作

用到宾语。泛指的宾语也不大可能真正受到动作的影响，如“他喜欢吃水



 

 

果”中的“水果”是泛指的，我当然不可能吃到泛指的所有的水果。许多

其他的语言中都有类似的表现。如俄语中的否定式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用

宾格，也可以用所有格。但是宾语为特指时更倾向於用宾格(Wade 

1992:95)。 

 (5) a. Он  не  получил   письмо 

      他     没有   收到                     这封 信。(“信”是

宾格) 

  b. Он  не  получил   письма 

      他     没有   收到                     信。(“信”是所有

格) 

 总之，典型的宾语是受到动作影响 (而发生变化) 的事物，因而通常

反映了新信息。” 

    芬兰语 我不懂，且不去说；只是就俄语的例说而看，大概可以看出

作 者 不 是 那 么 真 正 懂 俄 语 的 。  Он  не  получил   

письмо， письмо是单数客体格（单数第四格），只不过 

письмо是单数而又是非生命名词就用同主体格（单数第一格）； 

Он  не  получил   письма ， письма 是复数

客体格（第四格），只不过 письма是复数客体格（复数第四格）而

又是非生命名词就用同复数主体格（复数第一格）； 很不巧的是，

письма，就表面形式而看，既是复数主体格（复数第一格），又是

单数所属格（单数第二格）。作者的推断“俄语中的否定式及物动词的宾

语可以用宾格，也可以用所有格”，显然大错特错。俄语中客体格（第四

格），同所属格（第二格）和主体格（第一格）的关系，有一个简单的口

诀“死一活二”－－客体格（第四格）是“活”（生命名词）时，用同所

属格（第二格）；客体格（第四格）是“死”（非生命名词）时，用同主

体格（第一格）；尽管形式上用同所属格（第二格）或者用同主体格（第

一格），但是其本质或深层依旧应是客体格（第四格）。 

    语义、语用、语法三个平面，大约是现代汉语研究者们最津津乐道的，

其实至今还没有一种可以使人普遍认可认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是：“语

义是最基本的，它主要反映结构内的意义关系；语用则主要反映结构内成

分跟结构外因素(语境、说话者态度等等)的联系。而语法是兼顾语义和语



 

 

用的编码形式，是最复杂的。” 

   至此，是否可以作一些反思：其一、意义关系、联系、编码形式，是

否可以一一分别同语义、语用、语法相对应？其二、如何理解词汇语义、

语法语义、语用语义以及语义语法呢？其三、有人说“同语用关系和语法

关系相比，语义关系是最简单的”，是那么回事吗？其四、语义、语用、

语法三个平面的“学说”，有过真正的像《马氏文通》那样的汉语全文分

析的实践吗？其五、有人以全息为出发点，是不是太有点神乎其神了？ 

 

五、回顾与前瞻 

    

    汉语史的研究现状难以令人满意，其表层原因是对汉语史的研究原则

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而细致的认识，其深层原因是对汉语的本源属性和本

质属性缺乏深入而细致的认识。因此，研究汉语史，必须确立一个比较全

面而科学的“汉语—语言”观和“汉语史—语言史”观，抓住汉语的本源

属性、本质属性，从其发展方向、发展形式、发展结果中,寻求其体现本

源属性和本质属性的具象形态，才有可能正确客观地阐释汉语发展史。 

 研究原则，属于理论范畴；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范畴。我们不想引用
赵元任先生于197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演讲《理论和方法之间关系的若干
方面》的观点，而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在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认识上所
存在的若干误区。 

什么是汉语史研究的原则 ，什么是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值得思
考的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汉语史研究的质量和
水平。目前，在汉语史研究上所存在的若干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耐人寻
味的问题的症结，充分说明对汉语本源属性和本质属性尚缺乏深入而细致
的认识。因此，研究汉语，尤其是研究汉语史，必须确立一个比较全面而
科学的“汉语----语言”观和“汉语史----语言史”观，必须正本清源，
抓住汉语的本源属性、本质属性，必须从其发展方向、发展形式、发展结
果中寻求其体现本源属性和本质属性的具象形态，才有可能正确客观地阐
释汉语发展史。 

 现代汉语的研究现状，新词新语眼花缭乱，自定术语自说自话，更

是难以令人满意，大到词类的划分，小到具体词的归类释义，问题举不胜

举。下面仅仅试举两例： 



 

 

   其一 关于汉语“名·名”结构研究:  

《语言学守望者》网页上转刊有彭泽润、袁先锋、曾 宝芬、丘冬诸

位先生的大作《中国２０世纪以来关于语言结构的理论研究》说：“在 ２

０世纪后期，人们开辟新领域挖掘出相同结构形式中的不同的隐蔽的意义

关系，例如，１９９２年袁毓林《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第３期)，１９９８年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储泽祥《名词及其相关结构

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有的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了深入解释，例如储

泽祥《数词与复数标记不能同现的原因》(《民族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５

期)提出汉语‘们'不是简单的复数标记。谭景春《词的意义、结构的意义

与词典释义》(《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从‘酱油瓶子'、‘塑料

瓶子'的类似语义关系中概括出‘被容纳的对象容器'和‘材料成品'。”  

对于上述文字，以我的视野和个人研究经历而言，至少可以提供一些

材料和意见以供参考；并顺便说一下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语言文字学》复印的一篇文章的问题： 一、“在 ２０世纪后期，人们

开辟新领域挖掘出相同结构形式中的不同的隐蔽的意义关系，例如，１９

９２年”云云， ——韩陈其按：失之于时间的太晚，至少晚了十几年。 二、

我对于汉语“名·名”结构的研究，大约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从语义结构方

面研究“汉语名词短语”的，至今一共至少正式公开连续发表了五篇专

论，这五篇专论也收于拙著《中国语言论》的第二章《语义结构论》[137

页---204页，共67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10月版）。现将这

五篇专论列举如下： 《试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义》，《中国语



 

 

文通讯》1982年第4期，第1-6页（北京） 《再论“名·名”结构的内部

修饰义》，《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 《三论“名·名”结构的内部

修饰义》，《汉语学习》1986年第1期 《四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

义》，《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五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

义》，《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 三、“谭景春《词的意义、结构的

意义与词典释义》(《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从‘酱油瓶子’、‘塑

料瓶子’的类似语义关系中概括出‘被容纳的对象容器’和‘材料成

品’。”云云 ———韩陈其按：奇哉，怪哉！！！一奇：拙作《试论“名·名”

结构的内部修饰义》，（《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4期，第1-6页[北京]）

早在23年前就公开发表过有与此相关的表述，以后各论更有深入表述；二

怪：发表拙作《试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义》的《中国语文通讯》，

与发表谭景春《词的意义、结构的意义与词典释义》的《中国语文》，原

来都是一个编辑部，是谁在匿名审的稿呢？ 四、一位曾经荣获中国人民

大学吴玉章语言学大奖的先生（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语言学大奖的先生

有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

学》于2004年复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亮点是说，发现在《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有“牛”作为修饰语后置的“车牛”之类的结构。 ———韩

陈其按：怪哉，奇哉！！！一奇：拙作《四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

义》（《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早在在将近20年前就发表了几

乎与此完全一样而且更加详实的表述；二怪：说来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

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于2004年复印的这篇文章原也刊载在

《徐州师大学报》，《徐州师院学报》就是现在的《徐州师大学报》！  



 

 

其二 关于"几乎": 

“几乎”的词性，一般而言，以归入副词为常见。但是，对于“几乎”

的具体的语法范畴意义的认识——即对于“几乎”作为副词的小类的语

法范畴意义的认识（有人把这种语法范畴的意义看作是副词的“义项”，

可另作商榷），至今还是相当歧异和模糊的，而这种歧异和模糊，尚未引

起人们的注意。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第25页认为：“几乎”，是“表示

限制人和事物的范围”，即通常所谓“范围副词”；但是，黄伯荣、廖序

东《现代汉语》下册第24页在“表示范围”的“范围副词”中却未列“几

乎”，而在“表示程度”的“程度副词”中却列了“几乎”。 

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第181页认为：“几乎”，是“范围副

词”； 

洪兴衡《汉语词法句法阐要》第21页认为：“几乎”，是“表示情势

的”； 

史存直《语法新编》第104页认为：“几乎”，是“常见的程度副词”，

“常见的程度副词”有四类，“几乎”在第一类中位居第一； 

吕叔湘等《现代汉语八百词》第249页则回避“几乎”的归类问题，

只是说“1 表示非常接近；差不多。  2  表示眼看就要发生而结果并未

发生；差点儿 ”；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认为：“几乎”，是“范围和数量副词”。 

以上各家对“几乎”的具体的语法范畴意义的分析和解释，歧异极其

明显，结论甚至相差甚远。有的仅看到了“几乎”的“程度”，有的仅看



 

 

到了“几乎”的“范围”，有的仅看到了“几乎”的“情势”，有的仅看

到了“几乎”的“数量” ；有的则兼看到了“几乎”的“程度”和“范

围”，有的则兼看到了“几乎”的“范围”和“数量”；而有的则完全回

避“几乎”的归类问题，只看到了“几乎”的“差不多” 和“差点儿” 。

以上种种差异，既可能反映了作者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视角的差异，也

可能反映了作者接触语料和处理语料的差异，又可能反映了作者面对错综

复杂的语言现象而表现出的明显的“无可奈何” 。因此，如何解释和认

识不同的语言学家对“几乎”的具体的语法范畴意义所作的不同的结论

甚至相差甚远的分析和解释，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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